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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5 m（50 ft）至接地距离远”是民航客机在着陆阶段常发生的超限事件。研究机场地理环境因子对该

超限事件的影响，能够为机场选址和飞行品质评估提供参考依据。使用飞机快速存储记录器（QAR）数据、机场

的地形和气象数据，通过全局和局部相关性分析，确定“接地距离远”事件的主要地理环境影响因子；基于地理

加权回归模型，建立“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与高程、起伏度以及气温之间的回归模型；根据回归系数，采用 K-

means聚类算法将因子的影响模式分为五类，探究地理环境因子对“接地距离远”事件影响的空间格局及作用机

制。结果表明：“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与高程、起伏度、气压和气温有显著的相关性，各因子对“接地距离远”事

件的影响强度和方向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同一影响模式下的机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聚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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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ng landing distance from 15 m （50 ft） to touchdown is an over-limit event frequently occurring 
during the landing phase， and also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risk of landing accidents. The study on the impact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the over-limit event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airport site selection and 
flight quality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flight quick access record （QAR） data， topographic data and climate data of 
the airports， global and lo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are adopted to identify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ver-limit 
event. The regression model between the over-limit event frequency and elevation， fluctuation， air temperature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the im⁃
pact modes of these factors ar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using K-means method， so a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pat⁃
tern and mechanism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over-limit ev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eva⁃
tion， fluctuation， air pressure and air temperatur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requency of the "long landing dis⁃
tance" over-limit event. There is an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ac⁃
tor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irports under the same impact mode shows clu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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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飞行品质监控（Flight Operational Quality As⁃
surance，简称 FOQA）是目前国际上广泛应用的航

空业质量保证项目，用以提高飞行机组的操纵品

质，为飞行安全风险管理提供数据支持［1］。快速存

取记录器（QAR）是 FOQA 进行数据收集和存储的

设备，记录了整个飞行阶段飞机上各种传感器的

测量数据。在 QAR 中当飞行监测参数值达到或

超过了预先设定的监控标准，便探测到了一个超

限事件。超限事件监测对于航空安全分析具有重

要意义，是飞行品质监控的核心［2］。

受近地面气流紊乱多变、飞机速度变化快和

飞行操作程序复杂等因素的影响，着陆阶段是飞

机飞行过程中的事故高发阶段［3］。据国际民航组

织对 2011—2020 年航空事故的统计，着陆阶段致

命事故数量占总航空致命事故数量的 26%，虽然

着陆阶段仅占平均飞行时间的 1%［4］。发生在着陆

阶段的“15 m （50 ft）至接地距离远”超限事件是指

飞机从离地 15 m 至接地的距离超过了给定的上

限［1］。了解和掌握机场的地理环境条件对“接地距

离远”超限事件的影响有助于提高飞行安全管理

和质量控制水平。

考虑到着陆阶段超限事件的潜在风险，研究

者对飞机着陆阶段超限事件的影响因素和关联参

数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着陆风险评价模型。

现有研究将着陆阶段飞行事故风险因素归为人为

因素和环境因素［5-6］，人为因素包括空管因素［6］、机

组人员操作［7-8］等，环境因素包括机场跑道条件［5］、

气象因素等［9］。陈农田等［10］利用文本信息挖掘的

方法，把进近着陆阶段的致险因素细分为四类，统

计发现飞行员操作、恶劣天气和机场管控力度是

进近着陆阶段重要的致险因素；潘军等［11］、蔡良才

等［12］从飞行动力学角度建立了高原机场飞机着陆

滑跑距离计算模型，发现海拔、气压、气温和风速

都会影响着陆滑跑距离，海拔和气温对着陆滑跑

距离具有正向影响，并且随着海拔增高着陆滑跑

距离受气温的影响会更加显著。机器学习和深度

学习方法也被广泛地运用到了 QAR 数据的特征

选取和超限事件风险量化分析中［13-15］；Kong Y X
等［16］使用飞机降落数据，建立了贝叶斯循环神经

网络来预测某机场飞机接地的垂直速度以量化飞

机硬着陆的风险；蔡景等［17］使用 QAR 数据采用灰

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提取出飞机重着陆事件特征监

测参数，并建立了基于长短期记忆网络的飞机重

着陆预测模型。

尽管上述研究都使用了真实的飞行事故数据

或 QAR 数据，但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飞机的各种性

能参数指标，对各机场所处地理环境如何在宏观

上影响飞机着陆安全缺乏分析。此外，现有研究

对“15 m （50 ft）至接地距离远”这一超限事件的研

究较少。事实上，该超限事件的发生频率并不低。

在所研究的机场中，有近一半的机场出现过“接地

距离远”事件月频率超过 10% 的情况，部分机场甚

至达到了 30% 以上。研究机场地理环境因子对该

超限事件的影响，能够为机场选址和飞行品质评

估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采用某航空公司 A320 型飞机 QAR 数据

和易获取的地形及常规地面气象数据，分析地理

环境因子与“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的相关性；在

此基础上选择高程、起伏度和气温为解释变量，采

用 最 小 二 乘 回 归（Ordinary Least Square， 简 称

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简称 GWR）建立回归模型，研究地理

环境因子对“接地距离远”事件影响的空间分异；

根据 GWR 模型回归系数，将地理环境因子对“接

地距离远”事件的影响模式分为五类。

1　数据与研究方法

1. 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采用的飞行数据来源于国内某航空公司

2014 年 A320 型飞机的 QAR 数据，包含了超过

1. 8×105 条的航段数据。每条数据记录的内容有

飞机的起降机场、起降时刻、飞行过程中发生的超

限事件、事件发生的时间等。从航段记录中选取

37 个机场，保证每个机场的降落航段数均大于      
1 000 （1 069~19 440，降落航段记录总计 167 890
条），这些机场“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范围为

2. 8%~37. 0%。根据事件发生的频率将机场分为

四个等级，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接地距离远”事

件频率具有自东向西逐渐增大的趋势，在中部和

东部地区机场的“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普遍较

低，而在新疆、四川、云南等西部地区机场的“接地

距离远”事件频率则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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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操作性能和飞行安全受气象因子的影

响，包括云雾、风、能见度、气温、气压、空气密度、

降水以及飞机结冰、湍流、低空风切变等因素［9］。

根据飞机飞行受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选择地形

和常规地面气象观测数据中的高程、起伏度、气

温、气压、降水量、风速和日较差七个参数，以具体

分析它们对“接地距离远”事件的影响。

高程数据来自美国地质勘探局网站提供的

ASTER GDEM 数据，其空间分辨率为 1 rad/s。
气象数据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提供的中国气候资

料日值数据集 V3. 0，包含全国 839 个国家级气象

观测站对 2014 年每日气温、日较差、气压、降水量

和风速等气象参数的监测数据。基于高程数据利

用 ArcGIS 10. 4 软件计算机场区域地形起伏度。

克里金插值是一种最优线性无偏的插值方法，本

文通过克里金插值将气象站点的日值数据插值到

全国整个陆地区域，再采样得到各机场的气象日

值数据，然后进一步计算各机场气象数据的月

均值［18］。

1. 2　地理加权回归

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如最小二乘回归（OLS）模

型得到的回归参数是在整个研究区域的平均值，

掩盖了变量间关系的局部特征［19］。而 GWR 是一

种局部回归模型，假设回归系数会随着空间位置

的变化而变化。GWR 模型将观测点的位置嵌入

到回归参数中，再逐点估计回归系数［20］。设解释

变量 y受 p个自变量 x1，x2，…，xp的影响，并且其内

在联系是线性的，则第 i个采样点的地理加权回归

方程为

yi = βi0 + ∑
j= 1

p

βij xij + εi                 ( 1 )

式中：yi为第 i个观测点的因变量；xij为第 j个自变

量在第 i个观测点的值；βij为第 i个观测点上第 j个

回归参数值；εi为第 i个区域的误差项。

GWR 模型的回归参数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

进行计算。第 i个采样点回归参数满足使目标函

数Qi达到极小。

Qi = ∑
k= 1

n

wik( )yk - βi0 - ∑
j= 1

p

βij xkj

2

         ( 2 )

式中：n为研究区域内总的采样个数；wik为回归点 i
和其他观测点 k之间的权重，随两点间距离 dik的增

大而减小；wik为计算权重，其空间权函数是关于距

离的函数，反映了不同位置样本点间关系的强弱。

本文采用的高斯核空间权函数是最常见的空

间权函数之一。高斯核空间权函数通过高斯函数

来表示空间权重与两点间距离的连续递减关系，

有效解决了参数突变和近点权值无穷大的问题，

提高了 GWR 模型的稳定性和准确性［19］，其表达

式为

wik = e-( dik/b )2                            ( 3 )
式中：b为带宽，用于描述权重与距离之间函数关

系的非负衰减参数。

1. 3　K均值聚类

K 均值（K-means）聚类算法是一种非监督聚

类算法，依据输入数据的相似性通过迭代求解来

划分聚类，具有原理简单、收敛速度快的优点［21］。

给定聚类类簇数，对于 n个待聚类样本 x1，x2，…，

xn，K-means 算法首先选择一个初始划分（C1，C2，

…，CK），得到各类的聚类中心 μi：

μi =
1

|Ci | ∑x∈ Ci

x                          ( 4 )

计算各样本到各类聚类中心的欧式距离，选

择最近的一类作为新的划分，然后重新计算各类

聚类中心；重复迭代计算新的聚类划分和聚类中

心，直到聚类中心的改变小于给定的阈值。

采用 Calinski-Harabasz 指标来确定最优聚类

数，该指标通过类内离差矩阵表示类内紧密度，类

间离差矩阵表示类间分离度［21］，计算公式如式（5）
所示。

CH( K ) = tr ( )BK

tr ( )WK

× N- K
K- 1            ( 5 )

式中：N为样本数；K为聚类数；tr（BK）为类间协方

差矩阵的迹；tr（WK）为类内协方差矩阵的迹。

表 1　机场“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

Table 1　Airport "long landing distance" event frequency
事件频率/%

2~9

10~19

20~29
37

机场

沈阳机场、长春机场、郑州机场、北京机场、
武汉机场、南京机场、杭州机场、厦门机场、
广州机场等

济南机场、大连机场、兰州机场、西宁机场、
西安机场、贵阳机场、桂林机场、昆明机场

成都机场、呼和浩特机场

乌鲁木齐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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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nski-Harabasz 指标大小与类内紧密度、类

间分离度成正比，CH（K）值越大说明聚类效果

越好。

2　单因子相关性分析

飞机的飞行性能受气温、气压等大气状态参

数的影响，这些大气状态参数随地理位置、时间和

天气的变化而变化，飞机的空气动力和飞行性能

也会随之改变。利用 2014 年各机场“接地距离远”

事件月频率数据和地理环境数据，从全局和局部

两个角度对事件频率与单个地理环境因子的相关

性进行分析。由于 8 月份有数据的机场过少，在分

析中剔除了 8 月份的数据。

2. 1　全局相关性分析

在全局空间上，按照月份划分数据集，每个数

据集的样本为对应月份下机场“接地距离远”事件

月频率和相应时段的地理环境因子数据。各月份

超限事件频率与地理环境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在全局空间，“接地距离远”事件

频率与高程、起伏度、气温、日较差和气压都有一

定的相关性。在相关性大小上，超限事件频率与

高程和气压的相关性较强，其次为气温、日较差和

起伏度。并且事件频率与高程、起伏度和日较差

成正相关，而与气温、气压表现为负相关。

根据飞行动力学理论，在制动时空气密度降

低会导致飞机动能增大，使得飞机着陆距离增长，

更容易诱发“接地距离远”事件［9］。机场高程、气温

和气压等地理环境参数会直接影响空气密度的大

小，从而影响机场“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在全

局范围内，气压和气温随高程的升高而降低，因此

高程与“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成正相关，而气温

和气压则与“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成负相关。

2. 2　局部相关性分析

局部相关性分析按机场划分数据集，每个数

据集的样本为对应机场各月“接地距离远”事件

频率和气象数据。对于每个机场数据集，高程

和起伏度两个地理因子是常量，因此只需要计

算 事 件 频 率 与 所 在 地 区 气 象 因 子 间 的 相 关 系

数，事件频率和因子间的局部相关性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2　事件频率和因子间的全局相关性

Table 2　Global correlation between over-limit event frequency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月份

1

2

3

4

5

6

7

9

10

11

12

相关系数

高程

0. 562**

0. 558**

0. 668**

0. 646**

0. 641**

0. 616**

0. 537**

0. 534**

0. 575**

0. 558**

0. 422*

起伏度

0. 380**

0. 424**

0. 380**

0. 456**

0. 301

0. 289

0. 299

0. 252

0. 360**

0. 333

0. 273

气温

−0. 234

−0. 393*

−0. 455**

−0. 447**

−0. 497**

−0. 587**

−0. 547**

−0. 439**

−0. 333*

−0. 428**

−0. 266

日较差

0. 199

0. 398*

0. 448*

0. 393*

0. 445*

0. 526**

0. 466**

0. 420*

0. 187

0. 293

0. 122

风速

−0. 224

−0. 178

−0. 106

 0. 103

 0. 110

 0. 182

−0. 022

−0. 255

−0. 324

−0. 112

−0. 246

气压

−0. 552**

−0. 527**

−0. 604**

−0. 615**

−0. 632**

−0. 602**

−0. 493**

−0. 497**

−0. 535**

−0. 530**

−0. 370*

降水量

−0. 193

−0. 319*

−0. 298

−0. 339*

−0. 364*

−0. 288

−0. 268

−0. 221

−0. 044

−0. 340*

−0. 108

注：“**”和“*”分别表示在 0.01 和 0.05 水平上显著。

表 3　事件频率和因子间的局部相关性

Table 3　Local correlation between over-limit event 
frequency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统计量

25% 分位数

中位数

75% 中位数

平均值

相关系数

气温

0. 224
0. 412
0. 626
0. 343

日较差

−0. 003
 0. 255
 0. 406
 0. 190

风速

−0. 059
 0. 230
 0. 439
 0. 155

气压

−0. 645
−0. 430
−0. 053
−0. 299

降水量

0. 003
0. 215
0. 440
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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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在绝大部分机场的气温和气

压因子是“接地距离远”事件的主要影响因素，并

且气温因子表现为正向影响，气压因子表现为负

向影响。这是因为在局部地区，高程一定，空气密

度的大小主要受气温和气压的影响，气温升高或

者气压降低均会导致空气密度减小，促使飞机着

陆距离增长，因此更容易发生“接地距离远”事件。

以气温为例，选取降落数最多的前 16 个机场，

对比“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和气温两变量的逐月

变化趋势。考虑到两个变量的变化范围不同，并

消除量纲影响，对变量进行标准差标准化处理，

得到：

X * = X- X̄
S

                                 ( 6 )

式中：X *为标准差标准化后变量；X为原变量；X̄为

变量均值；S为变量标准差。

标准差标准化后的数据，均值为 0，方差为 1，
且与量纲无关。两个变量标准化后的逐月变化趋

势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

和气温的变化具有一致性。

         （a） 北京机场                       （b） 成都机场                       （c） 广州机场                      （d） 哈尔滨机场

         （e） 合肥机场                       （f） 济南机场                       （g） 昆明机场                       （h） 青岛机场

         （i） 厦门机场                      （j） 上海虹桥机场                   （k） 重庆机场                       （l） 西安机场

         （m） 长沙机场                       （n） 烟台机场                       （o） 银川机场                       （p） 长春机场

图 1 事件频率与气温变化趋势对比

Fig. 1　Monthly variation of over-limit event frequency and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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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关系数计算结果也说明气象因子对

“接地距离远”事件的影响在空间上具有非平稳

性，即气象因子在不同机场的影响存在差异。例

如，在西安机场和青岛机场，气温和气压对“接地

距离远”事件频率的影响较强，相关系数绝对值均

大于 0. 75；广州机场、合肥机场和成都机场，尽管

“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与气温的相关性也很强，

但是与气压相关系数绝对值却不足 0. 6。

3　多元回归分析

3. 1　解释变量选取

在回归建模之前，先对地理环境因子间的相

关性进行分析，相关性较强的因子不能同时选为

解释变量，否则模型会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因

子间相关系数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可以看出：气温、日较差和降水量之间

有较强的相关性；气压与高程表现出了极强的负

相关性，这是因为某地的气压主要取决于该地的

高程，并随高程的增高而降低；气温和高程也有一

定的相关性，随高程的增高而降低，但不同于气

压，气温不仅受高程的影响，同时还受纬度、季节、

离海洋距离、太阳辐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气

温与高程间的相关性要弱于气压与高程间的相

关性。

地理环境因子与“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的相

关性分析表明，高程和起伏度因子会在宏观上影

响各机场“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但高程和起伏

度只能反映机场的地势情况，不能直接说明机场

的气象环境条件。在机场局部区域，气温、气压等

气象参数会影响当地空气密度的大小从而影响

“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因此需要综合地形和气

象因素共同进行建模分析。考虑到气压和高程在

自然环境下具有极强的相关性，高程一定时气压

的变化只有其均值的±2% 左右，因此可以用高程

来代替气压。

选择高程、起伏度和气温三个因子作为解释

变量，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

归对“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进行回归建模，在回

归前对解释变量进行标准差标准化处理。

3. 2　基于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OLS 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5 所示，调整后的赤池

信息准则 CAIC 用以衡量模型拟合优度，CAIC 值越小

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越好。OLS 模型调整

的 R2只有 0. 399，表明该 OLS 模型可解释飞机“接

地距离远”事件频率变差 40% 左右。

OLS 模型回归系数如表 6 所示，表中方差膨胀

因子 VIF 用于检查回归模型中自变量间是否存在

多重共线性。从表 6 可以看出：三个因子 VIF 值均

小于 10，说明彼此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从

回归系数来看，“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主要受高

程因子的影响，并且高程和起伏度因子对事件频

率均为正向影响，而气温因子表现为负向影响，与

图 1 中气温和事件频率表现出的一致变化趋势不

符，其原因可能是气温与高程较强的负相关性导

致的。

表 4　自变量间相关性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independent variables

自变量

起伏度

气温

日较差

风速

气压

降水量

相关系数

高程

 0. 46*

−0. 56**

 0. 69**

−0. 01
−0. 98**

−0. 54*

起伏度

−0. 06
 0. 14
−0. 27*

−0. 40*

 0. 03

气温

−0. 88**

−0. 37*

 0. 54**

 0. 85**

日较差

 0. 34*

−0. 69**

−0. 86**

风速

−0. 05
−0. 46*

气压

 0. 55*

注：“**”和“*”分别表示在 0.01 和 0.05 水平上显著。

表 5　OLS 模型拟合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OLS model

参数

R2

调整的 R2

数值

0. 450

0. 399

参数

显著性指标

CAIC

数值

0. 000**

1 536. 196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

表 6　OLS 模型回归系数

Table 6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OLS model

解释变量

常数项

高程

起伏度

气温

回归系数

 10. 487**

 3. 377*

 1. 563

−1. 068

标准差

0. 967

1. 503

1. 190

1. 302

t

 10. 839

 2. 247

 1. 313

−0. 820

VIF

-

2. 346

1. 472

1. 763

注：“**”和“*”分别表示在 0.01 和 0.05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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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将全局空间看作等质的，

模型解释能力有限。为了反映不同机场因子影响

的空间差异，使用 GWR 模型计算三个解释变量在

各机场的局部回归系数，GWR 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7 所示，可以看出：与 OLS 模型相比，GWR 模型的

CAIC值下降到 1 372. 3，调整的 R2提升到 0. 84，说明

GWR 模型的解释能力优于 OLS 模型。

根据 GWR 模型中高程、起伏度和气温三个自

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将其分别分为四个等级，各

级回归系数数值范围和对应机场如表 8 所示，可以

看出：

1） 高程项回归系数的变化范围在-13~30 之

间，空间分异现象最明显。高程因子在东北地区，

对“接地距离远”事件表现出较强的负向影响；在

中部和南部地区，从西向东高程因子对“接地距离

远”事件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大；在江苏、浙江和上

海等长江三角洲地区，高程因子的正向影响极强。

2） 起伏度项回归系数的变化范围在− 6. 0~
7. 3 之间。起伏度因子在山东、辽宁和东部沿海地

区表现为较强的负向影响；在中部地区表现为较

弱的正向影响；而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对“接地距

离远”事件有较强的正向影响。

3） 气温项回归系数的变化范围在−3. 0~5. 5
之间。气温因子只在新疆的乌鲁木齐机场表现为

负向影响，在其他地区至东向西对“接地距离远”

事件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

3. 4　因子影响的空间分异

高程和气温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空气密度的变

化，起伏度关系到空气运动的非平稳性，地理加权

回归模型表明三个因子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影响

模式。基于 GWR 模型得到的回归系数，利用 K-

means 聚类算法对地理环境因子的影响模式进行

聚类。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分为五类时 Calinski-
Harabasz 聚类评价指标最大（如图 2 所示），说明聚

类效果最好，因此将因子影响模式划分为五类，聚

类结果如图 3 所示。

表 7　GWR 模型拟合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GWR model
参数

R2

调整的 R2

数值

0. 876

0. 840

参数

显著性指标

CAIC

数值

0. 000*

1 372. 271

注：“*”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

表 8　GWR 模型回归系数

Table 8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GWR model
因子

高程

起伏度

气温

回归系数

-13. 4~-2. 7
-2. 6~8. 1
8. 2~18. 8

18. 9~29. 6
-6. 2~-2. 8

-2. 7~0. 6
0. 7~3. 9
4. 0~7. 3

-2. 9
0. 3~2. 0
2. 1~3. 7
3. 8~5. 5

机场

哈尔滨机场、沈阳机场、济南机场、长春机场、大连机场、烟台机场、厦门机场、乌鲁木齐机场

郑州机场、石家庄机场、北京机场、西安机场、武汉机场、成都机场、贵阳机场、昆明机场、广州机场、深圳机场等

长沙机场、合肥机场

南京机场、常州机场、无锡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宁波机场、杭州机场

长春机场、济南机场、大连机场、南京机场、杭州机场、上海虹桥机场、成都机场、昆明机场、厦门机场等

哈尔滨机场、合肥机场、兰州机场、西宁机场、西安机场、武汉机场、长沙机场、重庆机场、贵阳机场、南昌机场

郑州机场、北京机场、银川机场、桂林机场、广州机场、深圳机场、三亚机场

石家庄机场、榆林机场、呼和浩特机场、乌鲁木齐机场

乌鲁木齐机场

沈阳机场、济南机场、北京机场、郑州机场、西安机场、武汉机场、杭州机场、厦门机场、广州机场、桂林机场等

南昌机场、长沙机场、贵阳机场、兰州机场、西宁机场

成都机场、重庆机场、昆明机场

图 2 CH（K）值随聚类数K变化

Fig. 2　CH（K）value varied with clustering numbe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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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影响模式体现在杭州机场、上海虹桥

机场等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机场。对于这些机

场，高程因子是“接地距离远”事件的主要影响因

子，其次为起伏度因子。高程因子回归系数平均

值大于 25 表现为极强的正向影响，起伏度因子表

现为强负向影响，气温因子则是较弱的正向影响。

第二类影响模式体现在成都机场、西安机场

等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机场。在这些区域，高程因

子仍是“接地距离远”事件的主要影响因子，其次

为气温因子。高程因子回归系数平均值为 6. 8 表

现为较强的正向影响，气温因子对“接地距离远”

事件有中等强度的正向影响，而起伏度因子的影

响很小。

第三类影响模式体现在桂林机场、广州机场、

北京机场、郑州机场等机场，在这些区域，高程、起

伏度和气温三个因子的影响都不是特别强。

第四类影响模式体现在哈尔滨机场、长春机

场、青岛机场等东北和山东地区的机场。在这些

地区，高程和起伏度因子都表现为负向影响，气温

因子则是较弱的正向影响。

第五类影响模式体现在乌鲁木齐机场、呼和

浩特机场和榆林机场。在这些地区，起伏度因子

是“接地距离远”事件的主要影响因子表现为较强

的正向影响，气温和高程的影响则很小。

对比五类作用模式发现，在绝大多数机场，高

程是主要的影响因子，尽管不同机场高程因子的

影响强度和方向有差别，起伏度因子在新疆、内蒙

等地影响较强，气温因子在中部和西南地区影响

较强。同一作用模式下的机场，在地理空间上也

有聚集分布的特征。

4　结  论

1） 在全局范围内，高程和起伏度两个地理因

子对“接地距离远”事件频率有正向影响；而在机

场局部地区，气温和超限事件频率表现出较强的

正相关性。

2）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能有效地对“接地距离

远”事件频率进行多元回归建模，揭示出地理环境

因子对“接地距离远”事件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

和非平稳性。

3） 对比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得到的回归系数，

在绝大多数机场，高程是主要的影响因子，其次是

起伏度和气温。综合高程、起伏度和气温三个因

子的影响，可将地理环境因子对“接地距离远”事

件的影响模式分为五种类型，被同一类模式所影

响的机场在空间上有聚集分布的特征。

图 3 因子影响模式分类

Fig. 3　Factor action modes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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